
 

 1 

战略联盟双元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吴言波
1
 邵云飞

1
 殷俊杰

21
 

(1.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2.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空中乘务学院,四川 广汉 618307) 

【摘 要】：双元型组织已成为动态环境下战略管理研究的新范式,然而国内外研究对双元性组织与创新绩效的

关系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网络理论和双元能力视角,通过采集 253份企业问卷,探讨了战略联盟双元性对合作创

新绩效的影响,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关系承诺与共同愿景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战略联

盟双元性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承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关系承诺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正

向影响,共同愿景在其中起调节作用;(3)共同愿景调节关系承诺对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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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技术的快速迭代,通过与其它公司或研究机构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的趋势越来越突显(王飞绒,池仁勇,2011)。Dyer 等
[1]
通过对世界 500 强企业的调查发现,每一个企业大致会与 60 个企业结成

战略联盟伙伴关系。例如 2017年阿里巴巴与斑马网络、上汽集团、神龙汽车牵手成立战略联盟,致力于打造新一代智联网汽车。

同时,阿里巴巴还与 AI独角兽巨头——商汤科技、寒武纪、旷视科技、中天微等进行合作,意图扩大云计算业务以及布局“智慧

城市”战略。对于阿里巴巴而言,多个企业之间的集合就组成一个战略联盟。战略联盟不仅有利于分担技术创新过程中高度的不

确定性风险,而且有助于获取未来长远发展所需的资源、能力以及知识[2]。 

然而,这种合作创新模式下的学习过程却对联盟双方提出了极大挑战:一方面需要从外界搜索新知识、技能以适应新环境,另

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联盟成员已有知识与资源以确保盈利[3]。有学者将战略联盟中遇到的挑战划分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
[3]
。由于这两种组织模式的机制不同,即在战略联盟背景下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构、过程、战略以及

文化,因此上述两种不同组织模式可能会对企业生存和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4]。一种观点认为,战略联盟中的利用式学习有助于

创新绩效提升。例如 Kaupplila[5]的实证研究表明,联盟成员间的利用式活动可以在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改善产品品质,进而在

                                                        
1作者简介：吴言波(1987-),男,重庆人,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创业; 

邵云飞(1963-),女,浙江金华人,博士,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创业; 

殷俊杰(1988-),男,四川成都人,博士,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空中乘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联盟组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832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2027,71572028) 



 

 2 

满足顾客满意度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短期创新绩效;曹兴和李星宇[6]认为,联盟网络中的利用式行为不仅可以帮助组织吸收和整合

联盟成员的异质性知识与技能,同时可以强化组织对现有联盟网络所在技术轨道上机会和价值的理解,从而为现有技术能力提供

新发展惯性。但许多研究也表明,在联盟中持续沿袭利用式学习行为可能导致“组织近视症”行为,进而陷入“能力陷阱”或者

“成功陷阱”[7]。上述陷阱易导致联盟创新活动陷入“学习锁定”效应,即将联盟的探索式行为限定在学习已有经验中,在创新行

为上选择较小幅度的改进和提升,而忽视外在环境中潜在的创新机会[8]。同时,联盟成员也因限于短期创新绩效而采取防御性策略

并排斥探索式学习行为[8]。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联盟中的探索式学习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战略联盟通过探索式学习获取新颖

知识以及发现新机会,一方面可以丰富现有知识,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战略联盟陷入对原有技术、知识或者经验的“路径依赖”[4,9]。

同时,探索式活动鼓励联盟成员间形成开放的创新氛围,这种氛围有助于减缓联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增强彼此信任与依

赖度,降低监督成本,进而有助于提升联盟成员知识共享频率与效率[4]。但由于探索式活动前期投资大、风险高、收益回报期较长

等,其成功率可能远远低于利用式学习
[7]
。并且,如果过度依赖探索式学习进行创新搜索,可能会丧失固有的联盟伙伴,持续面临高

投入和高风险,从而降低联盟稳定性与成员信任度[4,7]。同时,战略联盟还可能由于路径依赖、“承诺升级”等原因,在变革和创新

过程中陷入“探索—失败—再探索”的恶性循环[6]。因此,在资源约束下,企业如何处理战略联盟中探索式学习行为与利用式学习

行为间的复杂关系?二者的平衡又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成为企业家和学术界日益关注的新问题。 

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虽然能为企业提供大量知识、信息等资源,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异质性等特征导致联盟成员间存

在竞争性行为,同时也对企业评估甄选、整合重组这些资源提出了较高要求[4]。谢永平等[10]认为,创新网络内部也存在竞争与合作

关系,当自我中心型企业诞生后,创新网络的治理便处于核心企业的主导下。核心企业通过合理运用关系治理手段,对伙伴行为进

行协调。一方面,通过构建战略联盟关系承诺机制,提升联盟成员信任度与依赖度,进而实现联盟结构优化以及创新网络稳定[10];

另一方面,通过对联盟成员行为的约束、规范等关系承诺手段,提升战略联盟运行效率,降低联盟成员机会主义概率,进而提升联

盟创新绩效[1,2,10]。 

此外,现有的联盟研究表明,成员目标不一致不利于联盟关系可持续发展,而联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盟成员共同愿景

缺失[11]。这也意味着联盟成员的合作意图与愿景需要保持高度一致性,进而在合作创新的学习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12]。同时,

共同愿景会提升联盟成员对交易互动模式的认知和成员信任关系,加强联盟伙伴间的知识沟通与资源交换,降低联盟合作创新过

程中的机会主义风险[13]。因此,本文还将探讨现有研究尚未触及的另一个话题,即共同愿景是否对战略联盟中的关系承诺与合作

创新绩效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以更好地理解在何种条件下的跨组织学习有助于合作创新绩效提升。 

综上所述,尽管战略联盟已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也围绕组织双元模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现有研

究仍存在一些不足:①现有文献对联盟双元性问题缺乏重视。过去探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研究多基于单一企业层面,即

团队层面或组织层面,关注跨组织层面(战略联盟)双元性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尤其是探索式与利用式平衡问题的研究有待进

一步拓展;②目前关于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对于关系承诺是否在二者之间扮演中

介传导机制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同时,不同程度的共同愿景导致联盟成员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是否

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有必要将战略联盟双元性、关系承诺、共同愿景三者纳入同一个模

型,探究关系承诺在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传导机制,以及在不同愿景下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

变化。 

1 研究假设 

针对战略联盟双元性、关系承诺、共同愿景、合作创新绩效四者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据此构建相应框架模型。 

1.1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 

战略联盟中对探索式和利用式两种联盟形式的选择,实际上反映出企业战略意图、组织学习以及预期收益间的函数关系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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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式学习需要企业获取新知识、技术以及能力来发现新机会,同时,创造新资源和能力以适应环境[14]。探索能力强的联盟组织

往往会从事激进式创新行为以创造新市场需求,但是其前期投资大、风险高、收益回报期长[15]。一旦成功,由于其本身的破坏性

和颠覆性,促使企业从市场挑战者转向市场领先者,从而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并使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新优势
[15]

。

另一方面,利用式学习旨在利用现有联盟资源与能力,将其与存在于联盟边界之外的互补性资产结合起来[4,5]。与探索式学习不同,

利用式学习往往伴随着对短期绩效的期望,即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开发新产品或服务[1,8]。 

但是现实情况是,过度的探索常常伴随高风险的创新行为,使得联盟组织过于注重外部知识搜索而忽视对内部已有资源或知

识的吸收和整合[16]。而过度的利用常常导致联盟墨守陈规,不注重营造联盟内部的创新氛围和培养变革精神,从而使得战略联盟

难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2,4]。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下,导致焦点企业所在的战略联盟陷入严重的“阴阳失衡”状态,进而引发这类战

略联盟很快趋于瓦解
[5]
。换言之,维持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平衡是决定战略联盟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14]
。已有学者将二

者的平衡定义为组合型学习,认为它是一种跨组织层面的动态能力,可以协调、分配和整合两种学习类型所需的不同联盟结构、

战略以及文化[14,16],从而有效避免在创新过程中落入过度探索式陷阱或者过度利用式陷阱[4]。例如舒成利等[17]基于组织学习视角

和知识基础理论,发现联盟企业同时开展探索式学习和应用性学习,有助于从合作伙伴处获取知识,而知识获取能够帮助战略联

盟提升创新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a:探索式学习积极影响合作创新绩效; 

H1b:利用式学习积极影响合作创新绩效; 

H1c:组合型学习积极影响合作创新绩效。 

1.2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关系承诺 

联盟双元性之所以能够对联盟成员关系承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是因为战略联盟进行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过程就是

联盟成员彼此沟通及了解的过程[14]。这个过程能够加强联盟成员对伙伴的了解和认识,提高联盟成员彼此的关系承诺度[18]。此外,

这个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联盟成员彼此学习的过程,进而有利于强化联盟成员对彼此能力的了解与掌握,降低对联盟成员的替换

动机[5]。 

首先,关系承诺是建立长期、稳定联盟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也是获取联盟资源和知识的核心[19]。这是因为关系承诺强

调以长远眼光看待彼此关系,使联盟成员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杜绝联盟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
[19]
。Lavie 等

[20]
认为通过强化基于联

盟经验的利用式学习,可以有效促进联盟伙伴关系承诺产生。同时,契约、信任、承诺等联盟网络关系机制也至关重要,只有建立

了稳定的联盟关系,联盟成员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更高效地探索新知识、新市场[20]。 

其次,已有学者针对“探索式活动与利用式活动的平衡有助于管理动态变化下的联盟关系”问题大都持赞成态度[14,21]。即在

战略联盟中,为保证现有生存能力开展的利用式学习与为获取未来长远绩效开展的探索式学习实现平衡,能够显著提升联盟成员

的关系承诺[16,21]。在战略联盟中,利用式学习为探索式学习提供基础和条件,探索式学习为利用式学习提供动力和激励,两者相互

影响和促进,共同推动关系承诺建立与发展[18,22]。具体而言:一方面,探索式学习要求战略联盟与新联盟伙伴达成合作,共同探索新

知识和新领域,突破现有思维,敢于承担风险。这促使联盟成员基于信任、契约以及关系嵌入,实现更加正式与规范的合作,并通

过利用式学习促进联盟内部知识和资源的合理流动,降低探索式学习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22]。另一方面,利用式学习能够丰富战

略联盟治理经验以及联盟内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达到一定阈值后有助于降低战略联盟治理难度和复杂性,加深联盟成员间的关

系承诺,进而激发战略联盟的探索式行为[17]。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a:探索式学习积极影响关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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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b:利用式学习积极影响关系承诺; 

H2c:组合型学习积极影响关系承诺。 

1.3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 

创新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企业为获取超额利润而采取的过激行为会导致合作创新失败概率增大[6]。因此,若联盟内部缺

乏有效的关系承诺机制,联盟成员会倾向遵从自身行为规范,避免承担合作创新失败风险或对企业持续性经营带来负面效应的高

风险行为[13]。 

在战略联盟中,关系承诺是联盟成员进行异质性知识共享的重要前提。第一,关系承诺减少了联盟成员冲突。关系承诺赋予

了联盟成员显性自主权,在约定联盟预期目标的基础上,联盟成员可以凭借自身先天优势自主选择实现联盟预期目标的方式,进

而减少联盟成员冲突,促使联盟成员为合作创新绩效作出不懈努力[13,23];第二,关系承诺有利于提高联盟成员知识共享意愿。当联

盟成员间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关系承诺时,联盟成员会以积极心态面对联盟行为,而感知到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也相应降低,因此

联盟成员会倾向于降低对联盟伙伴的防范和控制,采取更为积极的开放态度,共享创新所需的异质性知识
[18,24]

;第三,关系承诺能

够有效降低联盟内知识共享难度。与单一组织不同,战略联盟在管理风格、组织响应、内部任务惯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战略联盟需要更加密集、多元化的交流方式,才能实现对联盟成员异质性知识的整合与吸收[9,25]。关系承诺建立的基础是联盟成

员频繁接触,而相互信任的联盟关系不仅有利于减少成员对联盟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心以及异质性知识泄漏的担忧[26],同时还

有利于形成联盟成员知识共享渠道与提升沟通频率,拓展战略联盟异质性知识交流宽度与深度,从而丰富合作创新所需的知识总

量,减低联盟成员知识共享难度并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0,27]。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3:关系承诺积极影响合作创新绩效。 

1.4关系承诺的中介作用 

Boumgarden 等[28]指出,目前关于探索式行为、利用式行为与联盟创新绩效的直接关系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验证,但是少

有学者探究联盟中探索式行为与利用式行为同时对联盟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关系和间接作用关系。关系承诺在联盟成员之间建

立起一种社会化保护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可以利用非正式约束去维持联盟成员间的信任与依赖关系,同时可以作为正式化约束的

替代或者补充,提高战略联盟治理效率[20]。特别是在寻求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平衡时,联盟成员会接触到更多差异化、优

质、有价值的知识或信息
[17]
。但如何获取以及充分利用这些互补性知识或信息,就需要在战略联盟内部建立一种关系传导机制和

保护机制,以抑制联盟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与搭便车行为,同时,减少联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成本[18,20]。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

假设。 

H4a:关系承诺在探索式学习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4b:关系承诺在利用式学习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4c:关系承诺在组合型学习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1.5共同愿景的调节作用 

之所以建立战略联盟,是由于联盟各方在战略上有着共同诉求。企业选择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或者追求二者的平衡,都

是为了获取联盟中难以获取的异质性资源和知识
[23]

。但在许多情况下,共同愿景缺失会导致联盟成员间的关系承诺降低,阻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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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知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并进一步导致企业无法有效解决联盟中的问题和冲突,甚至影响合作创新绩效实现[13,20]。

因此,探讨共同愿景在联盟成员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间的调节作用十分必要。 

共同愿景是联盟成员粘结机制的纽带,其主要关注联盟成员价值观、战略目标以及抱负的相似程度,并帮助不同联盟成员进

行知识整合与内化[29]。拥有共同愿景,意味着联盟成员有着高度一致且相互兼容的目标,愿意在互利性前提下进行资源投入与共

享,并在联盟的管理框架下接受结果、风险和利益分配,而这恰恰是关系承诺机制建立的本质[20,29]。首先,共同愿景有助于提升联

盟成员协调水平,缓解联盟内部因资源约束导致的紧张关系以及利益冲突[12,30],然后以最小成本实现联盟价值最大化,其不仅保证

了技术资源质量,同时减少了联盟成员关系维护成本[12,30]。在此基础上,辅助关系承诺在联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并能解决管理实

践中难以处理的其它合作难题,进一步提升联盟合作创新绩效[18]。其次,共同愿景有助于联盟成员适应联盟双元性所构建的联盟

结构、过程、战略、能力以及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促使联盟成员达成共识
[19,23]

。在此作用下,通过控制战略联盟知识流向,进而获

取搜索关键知识的先机[17]。最后,在实施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或者组合型学习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联盟成员愿意采取相应

措施[28]。战略联盟共同愿景的建立有助于促使联盟成员认识到,彼此信任的联盟关系可以有效提升成员在外部环境中的竞争地位
[13],进一步巩固联盟成员忠诚于联盟关系的决心,增强联盟意愿,实现通过关系承诺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最大化,进而提升联盟成

员合作创新绩效[13,20,30]。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5:共同愿景正向调节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 

1.6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由上文假设可知,战略联盟双元性通过关系承诺的中介机制促进合作创新绩效提升,而共同愿景有助于强化关系承诺与合作

创新绩效间关系。综合以上论述,共同愿景可能对战略联盟双元性—关系承诺—合作创新绩效的整个中介机制起调节作用,即存

在进一步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6:共同愿景正向调节关系承诺在战略联盟双元性(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组合型学习)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构建本文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研究样本选择来自成都、西安、德阳、重庆的高新技术企业。首先,样本均隶属于各省市科技厅发布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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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中的企业,并进行了初步筛选;其次,样本企业都从事高科技行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

制造技术等。这些高科技行业的外部知识依赖度高、联盟概率大、外部效应显著,对新知识探索的欲望也强烈,从而有利于获取

样本数据;最后,由于本研究是基于战略联盟,因此样本企业至少拥有两个及以上联盟,并且样本企业之间不存在联盟关系。 

为避免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将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让高层管理人员回答战略联盟双元性、合作创新绩效

问题;另一部分让中层管理人员回答关系承诺、共同愿景问题。另外,为了避免无回应偏差,将问卷搜集时间分为两阶段进行:第

一次是在 2017年 12月,第二次是在 2018年 5月。通过对两组样本的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进行 T检验,结果显示在 5%水平下两部

分问卷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次问卷共发放 450份,收回 296份,剔除成立年限不满 5年以及无效问卷 43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253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56.2%。有效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行业类型、联盟成立年限、被调查

者工作年限、被调查者岗位层次。从企业成立年限看,5～10年的有 70家,占 27.67%;11～15年的 108家,占 42.69%;16～20年的

52 家,占 20.55%;21 年及以上的 23 家,占 9.09%。从企业规模看,200 人及以下的 49 家,占 19.37%;201～500 人的 105 家,占

41.50%;501～1000人的 78 家,占 30.83%;1001 人及以上的 21家,占 8.30%。从行业类型看,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71 家,占 28.06%;

电子信息技术 136家,占 53.75%;先进制造技术 35家,占 13.83%;新材料技术 11家,占 4.35%。 

2.2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测量效度和信度,在梳理国内外文献并征询相关专家建议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测量模型构念。所有变量

指标均采用李克特 7点量表衡量,其中,1表示“完全不赞成”,7表示“完全赞成”。①自变量方面,参考 Cao等[31]、孟卫东和杨

伟明[32]的研究,采用 4个题项测量探索式学习,5个题项测量利用式学习。其中,组合型学习参考 He & Wong[4],Yamakawa等[14]的研

究,采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交互项测量;②因变量方面,参考殷俊杰和邵云飞[33]的量表,采用 4 个题项对合作创新绩效进

行测量;③中介变量方面,参考 Poppo&Zenger
[34]
的研究,采用 5 个题项对关系承诺进行测量;④调节变量方面,参考江旭和姜飞飞

[12],Li 等[13]的研究,采用 4 个题项对共同愿景进行测量;⑤控制变量方面,合作创新绩效除受联盟形式、关系承诺、共同愿景的影

响外,还可能受到企业特征以及所在战略联盟特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联盟规模、联盟经历、联盟范

围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年龄采用调研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测量;企业规模采用员工数的自然对数测量;联盟规模采用

企业创建的联盟数量测量;联盟经历为哑变量,若调研企业与其联盟伙伴有合作经历,则定义为 1,否则定义为 0;联盟范围也为哑

变量,拥有技术方面的联盟定义为 1,否则为 0。 

2.3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有效性,运用多种方法对测量量表展开信度与效度分析。如表 1所示,各因子的α系数超过门

槛值 0.700,表明所有变量量表都具有较好信度。在效度检验方面,本文测量量表均是借鉴以往研究文献,并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咨

询电子科技大学联盟和创新领域专家意见,对测量题项进行了修正,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各个

变量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 KMO值均大于 0.800,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同时,每个项目的因子

载荷也大于 0.700,AVE值均大于 0.600。因此,本研究测量量表的各结构效度指标均处于理想范围内。 

为了进一步检查量表区分效度,使用 Mplus7.0 软件,对变量作验证性因子分析,见表 2。结果显示,各变量拟合指标均满足要

求,也就是说,本研究主要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 研究结果 

3.1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它给出了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系数。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各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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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说明潜在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关系承诺、共同愿景、合作创新绩效之间两两显著相关,因此

有必要作下一步研究分析。此外,对角线上两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性数都小于各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进一步表明本研究测量量表

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1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AVE α系数 

探索式学习 企业通过联盟获得了更多新知识 0.813 0.642 0.778 

 
企业构建联盟的主要动机是搜索新技术 0.769 

  

 
企业通过联盟强化了创新意识 0.826 

  

 
联盟使企业获得了更多专利技术 0.796 

  

利用式学习 企业通过联盟优化了业务流程 0.882 0.712 0.826 

 
企业通过联盟降低了产品成本 0.815 

  

 
企业通过联盟获得了更多市场信息 0.855 

  

 
企业通过联盟提高了产品销售量 0.816 

  

 
企业经常与联盟伙伴合作开发新产品 0.849 

  

关系承诺 战略联盟成员之间拥有良好理解 0.762 0.658 0.879 

 
战略联盟成员相互尊重 0.718 

  

 
战略联盟成员相互信任 0.894 

  

 
战略联盟成员之间拥有良好个人关系 0.819 

  

 
战略联盟成员之间拥有良好合作态度 0.851 

  

共同愿景 联盟各方有着相同志向和愿望 0.833 0.682 0.853 

 
联盟各方奉行共同使命与目标 0.842 

  

 
联盟各方对联盟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相同 0.808 

  

 
联盟各方都赞同联盟合作愿景 0.819 

  

合作创新绩效 共同开发出的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提高 0.821 0.647 0.791 

 
共同开发的新产品更能满足顾客需求 0.743 

  

 
在共同开发中研发人员掌握了新技术 0.817 

  

 
与对方公司合作的过程为公司带来了新知识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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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FA验证区分性拟合指数(N=253) 

模型 χ2/df CFI IFI NNFI RMSEA SRMR 

探索式学习 2.128 0.952 0.957 0.946 0.043 0.051 

利用式学习 2.321 0.938 0.933 0.940 0.056 0.049 

关系承诺 3.662 0.939 0.943 0.925 0.048 0.059 

共同愿景 2.713 0.929 0.926 0.918 0.064 0.045 

合作创新绩效 3.577 0.936 0.923 0.917 0.055 0.068 

参考范围 0～5 >0.900 >0.900 >0.900 <0.080 <0.080 

 

表 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探索式学习 0.801 
         

2.利用式学习 0.149* 0.844 
        

3.关系承诺 0.287* 0.183* 0.811 
       

4.共同愿景 0.207* 0.094** 0.024** 0.826 
      

5.合作创新绩效 0.217
**
 0.224

**
 0.301

***
 0.178

**
 0.804 

     

6.企业年龄 -0.104 -0.087 -0.105 -0.03 -0.041 1 
    

7.企业规模 -0.112 -0.079 -0.103 -0.211 -0.198 0.013 1 
   

8.联盟规模 -0.092 -0.133 -0.114 -0.208 0.117 0.043 0.003 1 
  

9.联盟经历 0.111* 0.048* 0.081 0.201* 0.227* 0.078 0.11 0.049 1 
 

10.联盟范围 0.019
*
 0.072 0.103 0.337

*
 0.197

*
 0.129 0.024 0.043 0.085 1 

均值 4.563 4.766 4.875 4.676 4.714 13.785 8.890 4.676 0.446 0.619 

标准差 1.315 1.200 1.241 0.972 1.099 5.368 2.033 2.191 0.513 0.575 

 

3.2检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所有回归模型的 VIF 值均小于 4.13,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同时,为了进一步避免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涉及到的交互项全部作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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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效应。 

为了验证假设 H1a、H1b以及 H1c,首先将合作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然后在回归方程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从模型 2可

以看出:探索式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β=0.245,p<0.001);利用式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β=0.202, 

p<0.01);组合型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β=0.188,p<0.05)。因此,假设 H1a、H1b以及 H1c得到

支持。 

(2)中介效应。 

本研究遵循 Baron & Kenny
[35]
提出的逐步分析法,检验关系承诺的中介作用。由模型 7可知:探索式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承

诺(β=0.312,p<0.01);利用式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承诺(β=0.303,p<0.01);组合型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显著正向

影响关系承诺(β=0.241,p<0.01)。因此,假设 H2a、H2b以及 H2c得到支持。模型 3用以检验中介变量关系承诺与因变量合作创新绩

效的关系。由模型 3 可知,关系承诺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β=0.373,p<0.01)。因此,假设 H3得到支持。同时,由模型 2 可

知,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以及组合型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最后,从模型 4可以看出,

在加入中介变量关系承诺后,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组合型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

(探索式学习的 β=0.171,p<0.01;利用式学习的 β=0.149,p<0.05;组合型学习的 β=0.104,p<0.05),但是与模型 2 相比,其数值

和显著性有较大程度降低。也就是说,关系承诺在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组合型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与合作创新

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4a、H4b以及 H4c得到支持。 

(3)调节效应。 

从模型 5中可看出,关系承诺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377,p<0.01);关系承诺与共同愿景的交互项对合作创

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112,p<0.01)。这表明共同愿景正向调节了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调节效应,借鉴 Aiken & West[36]的方法,证明调节效应与研究假设的一致性。图 2 描绘了不同强度

共同愿景下关系承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可以发现联盟成员间高强度共同愿景的斜率大于低强度共同愿景的斜率。因此,

假设 H5进一步获得支持。 

 

图 2共同愿景对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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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根据 Edwards & Lamber
[37]
的建议,利用 Bootstrapping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在不同水平的共同愿景强度下,

关系承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Δβ=0.228,p<0.01,第二阶段调节效应成立)。探索式学习通过关系承诺对合作

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在低强度共同愿景时不显著(β=0.015,n.s.),在高强度共同愿景时显著(β=0.128,p<0.05),且两种差异显

著(Δβ=0.113,p<0.05)。利用式学习通过关系承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在低强度共同愿景时不显著(β=0.018,n.s.),在

高强度共同愿景时显著(β=0.073,p<0.05),且两种差异显著(Δβ=0.055,p<0.05)。组合型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通过

关系承诺对合作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在低强度共同愿景时不显著(β=0.010,n.s.),在高强度共同愿景时显著

(β=0.107,p<0.05),且两种差异显著(Δβ=0.097,p<0.05),因此假设 H6获得支持。 

4 结论与探讨 

本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不仅弥补了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的不足,同时,进一步厘清了关系

承诺、共同愿景在其中的作用路径与机制,这对于丰富和完善战略联盟理论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对合作创新研究的有

益补充。 

4.1理论贡献 

(1)从战略联盟层面分析并验证了联盟双元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即探索式学习有助于合作创新绩效提升,利用式

学习有助于合作创新绩效提升,组合型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有助于合作创新绩效提升。已有对合作双元性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组织内部团队层面或者组织个体层面,而跨组织层面研究也是最近几年才将双元性概念纳入其中
[8,14]

。此外,本文对联盟双

元性理论进行了一定拓展,将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双元性联盟从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延伸到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二者

的平衡匹配层面。同时,实证结果显示,战略联盟双元性(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会正向促进合作

创新绩效提升。该结论强调在构建战略联盟的同时,需考虑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重要性。这也响应了孙彪[7]、Yamakawa等
[14],以及舒成利等[17]的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现有双元学习理论的探索。 

(2)关系承诺在战略联盟双元性(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以及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少有研究二者的内在作用机理与过程。尤其是将探索式学

习与利用式学习进行平衡匹配后,3 种方式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运行逻辑和实现机制,对结果变量的内在影响机理也不同,因此需

要进一步明确关系承诺在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关系承诺有助于减少联盟成员间的机

会主义行为,降低联盟成员知识共享难度,提升知识共享意愿。该研究结论也符合 Morgan & Hunt[38]提出的“承诺-信任”理论模

型。 

(3)共同愿景正向调节关系承诺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同时,调节关系承诺对战略联盟双元性(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

以及探索式学习×利用式学习)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该结论证实了现有研究对共同愿景作用的理解,比如共同愿景

有助于缓和联盟成员关系、提升伙伴信任与依赖度、增强他们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交换性,同时,也是联盟成功的一项重要影响因

素[11,12,20]。 

4.2管理启示 

首先,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战略联盟中保持探索式学习活动与利用式学习活动平衡对合作创新绩效提升至关重要。当企业试

图通过独立学习获取创新所需知识时,可能会受到资源约束,难以实现对现有知识的充分利用与新知识探索。因此,通过构建战略

联盟并开展双元学习,企业可以打破这一限制,拓宽自身知识与资源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避免“现有能力过时”和陷入“创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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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困境”。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从战略联盟的“总量”角度来说,从“增量”进程来看,企业还需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和位

置,不可机械地为了平衡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而分配创新资源。特别是当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处于失衡状态时,如果企

业在战略联盟中投入同等精力和资源去支持探索式活动与利用式活动,在强项自强化效应的作用下,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之

间的失衡差距会越来越大,出现“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局面,从而不利于合作创新绩效提升。 

其次,企业还需要不断感知环境中的创新机会,面对外部剧烈变化构建联盟伙伴关系承诺机制。即通过契约机制或者信任机

制构建具有一致性、适应性特征的联盟情景,从而协同整合、重构联盟内外部资源,以改变现有能力与适应新环境,并在动态复杂

环境中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最后,企业还需要在联盟成员间建立高度契合的合作意图与共同愿景。各联盟成员只有在相同价值观、战略目标以及抱负的

统一指引下,才能有效提升联盟成员对互动模式的认知及成员信任关系,降低联盟合作创新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风险,从而有助于

更好地动态管理战略联盟,促进联盟成员间长久合作,为联盟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4.3局限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对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本文样本只

集中在西部地区,基于地区和行业的局限性,其结果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讨论;第二,由于客观原因限制,本研究数据通过

调查问卷形式收集,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客观因素的一定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案例研究形式,对本文研究假设进行多方

位的质性检验;第三,本文在研究战略联盟双元性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与过程中,并未深入探讨关系承诺在其中扮演的

角色。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挖掘不同关系承诺(正式和非正式)在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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